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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保障。对工作单位在分配、程序以及互动等方面的公平感知（即组织公平
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工作环境风清气正状况的评价。然而，关于组
织公平感效应的已有研究主要针对企业组织，且中介机制多以社会交换理论为
基础，缺乏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讨其作用的心理机制分析。论文以心理资本
（普通心理资源）和职场精神力（高级心理资源）为并行中介变量，运用资源
保存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建构了组织公平感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
机制模型。采用时间滞后的三波段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对３３４名基层公务员的
实证结果显示：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
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中产生了并行中介效应，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
节了组织公平感、职场精神力对工作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职场精神力的中介效
应。论文从组织公平角度揭示了风清气正环境何以促进公务员绩效提升的心理
机制，为政府部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增加公务员积极心理资源，进而提升干
事创业的工作绩效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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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部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求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桑学成、周义程，２０１８）。对工作单位在分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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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互动等方面的公平感知（即组织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工作
环境风清气正状况的心理评价。在学术领域，研究表明，组织公平感会激发员
工的工作投入（Ｌｙｕ，２０１６）、留任意愿与组织公民行为（张燕等，２０１５），缓
减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绩效的负面影响（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等。党的十八大
召开后，中央严厉打击腐败问题，政治生态逐渐净化，但依然存在“为官不为”
现象（文宏、张书，２０１７）。如何激发广大公务员担当作为和干出实绩是需要持
续思考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往研究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容错、繁文缛
节等角度分析了公务员工作动机、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因素（刘帮成、陈鼎祥，
２０１９；刘倩、李志，２０２１；郭晟豪，２０２１），但是对组织公平感的影响效应的研
究主要针对企业组织，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是否受到组织公平感的积极影响仍有
待检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组织公平感与个体结果变量关系的中介解释机制
方面，学界通常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等，从组织支持（Ｋｅｂｅｄｅ ＆ Ｗａｎｇ，２０２２；
Ｍｏｏ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组织信任（迟景明等，２０２１）、公共服务价值观
（Ｊ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工作满意度（Ｍａｓｈｉ，２０１８）等方面进行探索，凸显了组
织公平蕴含的道德价值以及情感支持的作用，却忽视了其作为一种嵌入在环境
之中的条件性资源对个体积极心理资源所具有的孕育功能。

在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日益提升的新时代，公务员没有强大的心理能力难
以在干事创业中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在积极心理学理论框架下诞生的积极组
织行为学认为，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又称职场灵性）是两种分别能反映个
体普通心理资源和高级心理资源的积极心理能力（Ｌｕｔｈａｎｓ ＆ Ｙｏｕｓｓｅｆ，２００４；
Ｌｕｔ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心理资本是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的一种类状态积极
心理能力，包括自信／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与韧性四个维度（Ｌｕｔｈａｎｓ ＆
Ｙｏｕｓｓｅｆ，２００４）。心理资本被广泛证实对员工的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工作
满意度、战略决策效果、工作绩效等具有促进作用，对工作压力、自愿及非自
愿的缺勤行为、离职率等具有抑制效果（Ｌｕｔ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柯江林等，
２０１０）。职场精神力是精神力概念在职场领域的延伸。虽然早期精神力概念与宗
教密切联系，但是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宗教只是个体精神力的来源之一，而并
非唯一来源，精神力可以脱离宗教的藩篱而独立存在（柯江林等，２０１５）。尽管
学界对精神力概念未形成统一表述，但是可以确定超越、互连等是其核心要义。
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大多认可职场精神力是个体超越自我后与工作、团体以
及组织产生的一种互连感，具体包括工作意义感、团体感、与组织价值观一致
感三个维度（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职场精神力体现了个体在职场中最高层次
的精神性需求满足（柯江林等，２０１５）。当前职场精神力研究主要发生在企业管
理、社会工作等领域，职场精神力被发现对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公民
行为、工作绩效等具有积极影响（柯江林等，２０１５）。相比较而言，公共管理领
域的职场精神力研究尚未获得足够重视。事实上，政府部门等公共组织与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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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有着更为直接的内在联系。美国公共管理实践被认为本质上是由精神性
推动，公职人员受到内心精神力驱使，投身公共部门，致力于为公共利益做出
贡献（Ｈｏｕｓｔｏｎ ＆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中国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也往往被要求
超越自我利益，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因此，公务员比企业员工具有更
高的公共服务动机（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０），更适合作为职场精神力的研究对象（柯江
林等，２０１５）。遵循资源保存理论的增益螺旋（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组织公平（环
境条件性资源）不仅可以保障各类公务员的利益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还有助
于公务员彼此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个体超越自我和孕育职场精神力
（个体心理资源），而且公平的工作环境还可以提升个体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与应
对逆境的韧性等心理资本（个体心理资源），进而增加工作投入和产生高工作绩
效。因此，本研究将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作为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之
间的并行中介变量。公共部门除了有一线服务岗位，还存在知识型、技能型等
岗位，不同类型的岗位具有不同的任务困难度和变动性，对个体的心理资本、
职场精神力等心理资源的要求存在差异。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当任务不确定性水平高时，工作对心理资源和环境资源的要求
会相应提高，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为弥补现有研究缺口，本研究以公务员为对象，检验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
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并行中介效应以及任务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将对现有文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检验了组织公平感对工作
绩效、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的积极效应，将研究场景从以往的企业组织拓展
到了公共组织。第二，引入了积极心理资源视角，提出了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
力的并行中介机制，开辟了组织公平感影响机理的研究新思路，同时回应了学
者关于加强公职人员职场精神力的前沿研究的呼吁（如柯江林等，２０１５；
Ｈｏｕｓｔｏｎ ＆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第三，探索了任务不确定性的调
节作用，有助于揭示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边
界条件。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对政府部门如何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以促
进公务员工作绩效的提升具有启示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组织公平感、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组织公平感是指员工对与个体利益相关的工作单位制度、政策及措施的公

平程度的感知，具体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上述三类公平感分别指对资源分配结果公平的感知（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
对资源分配程序正当的感知（Ｔｈｉｂａｕｔ ＆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７５），以及对程序执行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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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互动过程中被公平对待的感知（Ｂｉｅｓ ＆ Ｍｏａｇ，１９８６）。学者经常将组织公平感
作为个体层面的变量进行衡量（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工作绩效是员工在某一时
期内的工作结果、行为和表现的总和。根据群体价值模型（Ｌｉｎｄ ＆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８８），组织公平会让员工在组织中感受到自我的重要性，这将帮助他们提高工
作绩效（Ｐａｗａｒ，２０１９）。公平理论（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认为，个体行为会受到其
投入－收益比率以及与他人比较结果的影响。当员工在职场中遭受到不公平对
待时，他们将改变行为、态度或者同时改变两者，以恢复内心公平感。例如，
低组织公平会让工作不安全感高的员工更容易产生心理压力，进而降低工作绩
效（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高互动公平会让员工感到被尊重。在分配公平和程序
公平的环境下，员工对组织产生信任和预期付出会得到合理回报，感受到组织
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就会产生高的组织支持感———即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其贡
献和关注其福利待遇的总体感觉（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并在互惠原则驱
动下想办法回报组织（Ｍｏｏ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很多公务员在职业选择时或接
受入职培训后，对政府部门抱有较高的价值期望，他们的工作动机往往有赖于
公平正义价值信念的内在支撑。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组织公平可以从心理支持（被尊重和关心）和价值支撑方面为公务员
提供工作资源，进而促进工作绩效提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平感不仅
可以直接影响工作绩效（Ｋｉｍ ＆ Ｊｅｏｎｇ，２０２１），还可以通过工作满意度等因素间
接影响工作绩效（Ｍａｓｈｉ，２０１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心理资本是一种可测量、可开发和对工作绩效有积极作用的心理资源／心理

能力（Ｌｕｔｈａｎｓ ＆ Ｙｏｕｓｓｅｆ，２００４）。很多研究发现，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对其敬
业度、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Ｎｇｗｅｎｙａ ＆
Ｐｅｌｓｅｒ，２０２０；柯江林等，２０１０；仲理峰，２００７）。该积极效应同样存在于政府
组织中，如文宏、张书（２０１９）发现，机关公务员的心理资本越高，职业倦怠
与“为官不为”愈弱；王文俊（２０１７）也发现，中层公务员的心理资本不仅对
工作绩效有着显著正向预测，同时还中介了上级领导力与下属工作绩效之间的
关系；刘倩、李志（２０２１）证明了公务员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
当前的工作场所对中国员工的心理资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为环境的复杂变化
会给员工带来心理不确定感、压力感与焦虑感。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在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高
心理资本公务员因为拥有丰富的心理资源（自信、乐观、希望与韧性），可以更
好地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和获得更高的工作绩效。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职场精神力体现在“工作意义感”“团体感”“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感”等方

面（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人与环境匹配理论（ＰＥ理论）认为，在技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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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价值观以及其他个人特征方面与工作环境适配的个体会充满活力（Ｌｅｗｉｎ，
１９３５）。职场精神力反映了人与岗位、群体、组织等匹配的一种心理满足状态
（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根据ＰＥ理论，高职场精神力员工与组织环境具有良好
的匹配性，从而具有高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与工作绩效（Ｐａｗａｒ，２０１９）。而
且公共部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高职场精神力公务员的自我超越境界
契合公共价值理念。另外，高职场精神力个体的工作胜任感和团体感强，同时
也可以在适配度高的组织环境中得到更多展示和发展自我的机会。内在动机理
论认为，在胜任需求、关系需求以及自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个体会产生强大的
内在驱动力（Ｄｅｃｉ ＆ Ｒｙａｎ，１９８０）。可见，当公务员拥有高职场精神力时，会激
发其内在工作动机和产生高绩效。在实证研究中，个体的职场精神力被发现具有
一系列积极影响，如提高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公共服务动机、工作绩效
（Ｒａｓｈｉｄ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柯江林等，２０２０；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降低职场越轨行为
和不文明行为等（Ｍａｈｙａｒｎｉ，２０１９；Ｇａ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职场精神力对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二）组织公平感对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的影响
心理资本作为一种个体的普通心理资源，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Ｌｕｔ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心理资本的形成与个体对自己和外部环境的积极认知评价有关。
公平的组织氛围容易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让员工感受
到来自组织的支持与信任（Ｋｅｂｅｄｅ ＆ Ｗａｎｇ，２０２２；迟景明等，２０２１）以及来自
领导的尊重与理解，使员工的内心更容易充满愉悦感和满足感（Ｍａｓｈｉ，２０１８；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进而使得员工对工作和自身发展抱有希望，对未来前景更加
乐观，心理韧性得到加强（黄浩等，２０１９）。例如，Ｒｅｎ等（２０２１）认为组织
公平可以激发积极情绪，并通过研究证实了其对心理资本的正向作用；黄浩等
（２０１９）发现护士的组织公平感有助于其形成心理资源（尤其是韧性和乐观）。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组织公平感对心理资本有正向影响。
职场精神力的形成有三种途径：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以及人与环境匹配。

作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性资源，职场精神力本质上反映了个体超越自我之后与外
界所产生的一种互连感（Ｍｉｌｌｉｍａ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柯江林等，２０１５）。组织的仁
爱、责任、真诚等反映了其与外界之间良好的互连关系，根据由外而内的观点，
当个体感受到组织存在这类精神性工作环境或氛围时，有助于个体职场精神力
的孕育（Ｐａｗａｒ，２００９）。分配、程序以及互动等方面的组织公平，会让员工体
验到组织对自己利益的尊重和情感的关心，基于互惠原则，会激发员工超越自
我去关心组织及同事。已有研究亦证明了组织公平对个体利他性动机和行为的
孕育作用，如被发现对组织公民行为（利他主义、责任感、认同组织、维护人
际和谐、爱护组织资源）等有促进作用（俞彬彬、钟建安，２００８）。反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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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信任或支持水平低时，会造成心理契约的违背，进而削弱员工职场精神力
（柯江林等，２０１８）。在对职场精神力具体维度的作用方面，组织公平蕴含的价
值观往往被大家所认同，有助于员工形成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感，同时公平的
组织环境易于催生和谐的人际关系，利于提升员工的团体感，并推动员工对工
作的深层次思考，更容易产生较高的工作胜任感和价值感，从而体验到较为强
烈的工作意义感。Ｍｏｖａｓｓａｇｈ和Ｏｒｅｉｚｉ （２０１４）发现，组织公平感对职场精神力
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组织公平感对职场精神力有正向影响。
（三）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的中介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以下简称“ＣＯＲ理论”）是指个人资源较多的个体不仅不

易遭受资源损失，而且更有能力获取新的资源，以减少压力、缓解倦怠，呈现
出更多的积极心理状态和行为（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ＣＯＲ理论将资源分为物质性资
源、条件性资源、自身性资源以及能源性资源。根据ＣＯＲ理论，组织公平感是
条件性资源，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是自身性心理资源。ＣＯＲ理论的中心宗旨
是激励个人增加和保护资源，其关键假设之一是在增益螺旋（ｇａｉｎ ｓｐｉｒａｌ）下，
资源可以生成新的资源（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这为组织公平感通过心理资本和职场
精神力作用于工作绩效的中介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撑。根据ＣＯＲ理论，作为条件
性资源的组织公平可以在增益螺旋下，让员工产生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两种
积极心理资源，进而激发其积极的态度与行为，从而产生高工作绩效。如Ｒｅｎ
等（２０２１）发现，当护士感受到来自组织和上级的公平对待时，会增强自身心
理资本，提升职业认同感并降低工作倦怠水平。此外，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
对个体而言，属于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有助于其产生高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
感等（Ｒａｓｈｉｄ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柯江林等，２０１５）。根据社会交换理论（Ｂｌａｕ，
１９６４），个体也会以高绩效回馈倡导公平的组织。综上，资源保存理论与社会交
换理论均支持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影响中起中介作
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心理资本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Ｈ７：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单中介假设Ｈ６和Ｈ７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并行中介假设。多重中

介模型有链式中介和并行中介两种类型（方杰等，２０１４）。根据积极心理学与积
极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可知，职场精神力和心理资本代表了高低两种层次的积极
心理资源／能力，各自可以独立存在。而且根据前文可知，个体工作绩效的形成
需要基本的心理资本和高层次的职场精神力，组织公平同时可以孕育心理资本
和职场精神力。因此，本研究认为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
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高低两个层次的心理资源的通道作用，其单中介效应不会
因彼此的存在而消失，也即并行中介模型成立。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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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８：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中起到并行中介
作用。

（四）任务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Ｐｅｒｒｏｗ （１９７０）认为，任务不确定性是指在处理任务时，个体或团队能够获

得的信息与所需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任务无法正常完成的情况。根据工作要求－
资源模型（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工作要求是指工作中物质、心理、社会或
组织方面的要求，如大量工作、角色负荷、角色冲突、时间压力等；工作资源
是指工作中物质、心理、社会或组织方面的资源，如工作控制、社会支持、反
馈、奖酬、工作安全感等。该模型指出了工作要求变量和资源变量之间存在的
交互效应，即工作要求能够增强工作资源对个体的正向影响，高工作要求下员
工更愿意将工作资源转化为高水平的工作绩效（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 Ｂａｋｋｅｒ，２０１１）。
Ｂｏｒｓｔ等（２０１９）拓展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应用，认为个人资源是自我的心
理特征，并且这种“关键的心理资源”能够赋予公务员应对更大挑战的能量。
心理资本与职场精神力均属于个人心理资源，组织公平感则属于组织层面的条
件性资源。由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可知，当工作要求（任务不确定性）越高时，
越有利于心理资源（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以及条件性资源（组织公平）作
用的发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９：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Ｈ１０：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职场精神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Ｈ１１：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节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Ｈ１２：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节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之间通过心理资本的间

接关系。
Ｈ１３：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节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之间通过职场精神力的

间接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建立的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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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共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第一轮问卷调查的目的是检验问卷信效度，

被试一次性填写所有题项，回收后对部分题项进行剔除或调整以优化问卷。本
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２４３份，有效问卷２０２份，有效率为８３ １３％。第二轮调
查采用优化之后的问卷，先对北京师范大学ＭＰＡ学生发放，再由其辐射发放，
最终样本来自北京市、淮安市、珠海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为了缓解
共同方法偏差，第二轮采用时间滞后的三波段数据收集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在
时间点１ （Ｔ１）收集组织公平感和任务不确定性数据，在时间点２ （Ｔ２）收集
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数据，在时间点３ （Ｔ３）收集工作绩效数据。本研究利
用纸质版问卷及问卷星在线问卷，每隔７天收集一次数据，并通过手机尾号后
四位进行匹配，以保证数据收集的有效性。最终发放问卷４８８份（第一次回收
４８８份，第二次回收４３５份，第三次回收３８４份），成功匹配问卷３６７份。剔除
作答时间过短、选项过度一致、存在漏选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３３４份，回收
率为７５ ２０％，有效回收率为６８ ４４％。其中男性１４６人，占４３ ７１％，女性
１８８人，占５６ ２９％；年龄为２０—３０岁的１６９人，占５０ ６０％，３０—４０岁的１３９
人，占４１ ６２％，４０—５０岁的２１人，占６ ２９％，５０岁以上的５人，占１ ５０％；
工龄５年以下的９７人，占２９ ０４％，５—１０年的１５２人，占４５ ５１％，１０—２０
年的６２人，占１８ ５６％，２０年以上的２３人，占６ ８９％。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部分量表结合中国政府部门情境进行

局部修订。各量表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六点计分方法：“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２”
表示“比较不符合”，“３”表示“有点不符合”，“４”表示“有点符合”，“５”
表示“比较符合”，“６”表示“完全符合”。
１ ． 组织公平感
采用Ｎｉｅｈｏｆｆ和Ｍｏｏｒｍａｎ （１９９３）编制的量表，结合实际情境修订（如用领

导代替总经理），共１６个题项，分别测量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
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９６６， χ２ ／ ｄｆ ＝ ２ １２， ＳＲＭＲ ＝ ０ ０４２，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０，ＣＦＩ ＝ ０ ９６６，ＴＬＩ ＝ ０ ９５８。

２ ． 心理资本
量表来自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２００７），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维

度，共２４ 个题项。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９５０， χ２ ／ ｄｆ ＝ ２ ４５，ＳＲＭＲ ＝ ０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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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９，ＣＦＩ ＝ ０ ９２３，ＴＬＩ ＝ ０ ９２４。
３ ． 职场精神力
采用Ｍｉｌｌｉｍａｎ等（２００３）开发的量表并进行修订，共１８个题项，包括“工

作意义感”“团体感” “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感”三个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９６７， χ２ ／ ｄｆ ＝ ２ ３１， ＳＲＭＲ ＝ ０ ０４４，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５， ＣＦＩ ＝ ０ ９５４，
ＴＬＩ ＝ ０ ９４３。　
４ ． 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任务绩效采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１）编制的问卷进行修订，共５ 个题项；关系绩效采用Ｖａｎ Ｓｃｏｔｔｅｒ和
Ｍｏｔｏｗｉｄｌｏ （１９９６）编制的量表进行修订，共１４个题项，包括人际促进和工作奉
献两个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９００，χ２ ／ ｄｆ ＝ ２ ２４，ＳＲＭＲ ＝ ０ ０３７，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３，ＣＦＩ ＝ ０ ９５９，ＴＬＩ ＝ ０ ９５２。
５ ． 任务不确定性
量表来自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和Ｄｅｌｂｅｃｑ （１９７４），共有９个题项，包括任务困难度

和变动性两个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８８８，χ２ ／ ｄｆ ＝ １ １８，ＳＲＭＲ ＝ ０ ０１０，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２８，ＣＦＩ ＝ ０ ９９９，ＴＬＩ ＝ ０ ９９７。
６ ． 控制变量
将性别、年龄、工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０代表男，１代表女；年龄

１代表２０—３０岁，２代表３１—４０岁，３代表４１—５０岁，４代表５１岁及以上；工
龄１代表５年以下，２代表５—１０年，３代表１０—２０年，４代表２０年及以上。

（三）变量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运用Ｍｐｌｕｓ ７ ４软件对整个模型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对５因子模

型、４因子模型、３因子模型、２因子模型、１因子模型进行比较（见表１）。基
本模型Ｍ０由组织公平感、工作绩效、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任务不确定性５
个因子构成。相对其他４个模型，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χ２ ＝ ３９９３ ７４４；
χ２ ／ ｄｆ ＝ １ ６３；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３；ＣＦＩ ＝ ０ ． ９１２；ＴＬＩ ＝ ０ ． ９０８）显著最优，表明
本研究模型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效果
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ＴＬＩ

５因子模型（Ｍ０） ３９９３ ７４４ ２４５６ １ ６３ ０ ０４３ ０ ９１２ ０ ９０８

４因子模型（Ｍ１） ５２５２ ４２７ ２４６１ ２ １３ ０ ０５８ ０ ８７７ ０ ８７２

３因子模型（Ｍ２） ５７１２ ０３２ ２４６５ ２ ３２ ０ ０６３ ０ ８５７ ０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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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ＴＬＩ

２因子模型（Ｍ３） ５８０３ ６３６ ２４６８ ２ ３５ ０ ０６４ ０ ８５３ ０ ８４８

１因子模型（Ｍ４） ５８３８ ４５７ ２４６９ ２ ３６ ０ ０６４ ０ ８５２ ０ ８４６

注：４因子模型：组织公平感、工作绩效、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任务不确定性；３因
子模型：组织公平感＋工作绩效、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任务不确定性；２因子模型：组织
公平感＋工作绩效＋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任务不确定性；１因子模型：组织公平感＋工作
绩效＋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任务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设计了相关控制程序：（１）采用时间滞后的三

波段数据收集方式；（２）通过指导语明确告知被调查者调查数据仅供学术研究
使用，答案并无对错之分；（３）采取匿名填写方式，确保调查结果严格保密，
降低被调查者的戒备心和增强如实作答的意愿；（４）将每个时段的问卷题数限
制在４０个以内，以免题目过多导致被调查者疲劳、注意力下降。此外，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测方法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程度。结果表明，在未进行任何旋转的情况下，有１８个因子特征值大于１，共
同解释总体方差的８０ ８５７％，且第一个因子解释总体方差的４１ ０８６％，小于
５０％的临界值，说明研究数据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的结果见表２。组织公平感、心理

资本、职场精神力、工作绩效等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假
设Ｈ１ － Ｈ５得到了初步支持并为其他研究假设的验证奠定了基础。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性别 １ ５６３ ０ ４９７ －

２． 年龄 １ ５８７ ０ ６７８ － ０ ０６５ －

３． 工龄 ２ ０３３ ０ ８６８ － ０ １２７ ０ ７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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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４． 组织公平感 ４ ０２１ ０ ９４５ － 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２ ０ １４４ －

５． 工作绩效 ４ ８１１ ０ ５７２ － ０ ２１００ ２３８ ０ ２２７ ０ ５２０ －

６． 职场精神力 ４ ２７０ ０ ８４９ － ０ ２０９０ ２４６ ０ １８８ ０ ７０７ ０ ７０７ －

７． 心理资本 ４ ４９３ ０ ７０６ － ０ ２４８０ ２０４ ０ １９６ ０ ５３１ ０ ８０７ ０ ８０１ －

８． 任务不确定性３ ９５６ ０ ８７７ － ０ ２４５０ １４４ ０ ０８８ ０ ５８０ ０ ３７８ ０ ４８３ ０ ４１３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假设检验
对所有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在１ ５５０至２ １７７

之间，远小于１０的临界值，表明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研究结果可以
接受。
１ ． 直接效应检验
运用Ｍｐｌｕｓ ７ ４软件对直接效应进行假设检验。分别以组织公平感、心理资

本、职场精神力为自变量，以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工作绩效为因变量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见表３。各个模型χ２ ／ ｄｆ小于３，ＣＦＩ和ＴＬＩ大于０ ９，
ＲＭＳＥＡ小于０ ０８，拟合较好。其中，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β ＝ ０ ５７８，
ｐ ＜ ０ ００１）、心理资本（β ＝ ０ ５４３，ｐ ＜ ０ ００１）、职场精神力（β ＝ ０ ７５１，
ｐ ＜ ０ ００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心理资本（β ＝ ０ ８６２，ｐ ＜ ０ ００１）、
职场精神力（β ＝ ０ ８０３，ｐ ＜ ０ ００１）也均对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
用，假设Ｈ１ － Ｈ５得到验证。

表３　 直接效应模型的拟合指标与标准化系数
因变量 自变量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ＴＬＩ β ＳＥ Ｐ

ＪＰ ＯＪ １ ９５９ ０ ０５０ ０ ９４３ ０ ９３８ ０ ５７８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０１

ＰＣ ＯＪ ２ １２４ ０ ０５１ ０ ９０８ ０ ９０２ ０ ５４３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０１

ＷＳ ＯＪ ２ ３５４ ０ ０５３ ０ ９２１ ０ ９１４ ０ ７５１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０１

ＪＰ ＰＣ ２ ０８４ ０ ０５７ ０ ９２２ ０ ９１６ ０ ８６２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１

ＪＰ ＷＳ １ ８９１ ０ ０５１ ０ ９４２ ０ ９３６ ０ ８０３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０１

注：ＯＪ：组织公平感，ＪＰ：工作绩效，ＷＳ：职场精神力，ＰＣ：心理资本。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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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单中介与并行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分别检验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和工作绩效关系间的

单中介效应。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２０００次重复抽样生成９５％置信区间。两
个模型均拟合较好（分别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１３１，ＣＦＩ ＝ ０ ９１５，ＴＬＩ ＝ ０ ９１０，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７；χ２ ／ ｄｆ ＝ ２ ０７２，ＣＦＩ ＝ ０ ９１１，ＴＬＩ ＝ ０ ９０５，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８）。
其中，心理资本的间接效应值为０ ４５７，９５％置信区间［０ １９１，０ ３９３］（不含
０），中介效应显著；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值为０ １２３，９５％
置信区间［０ ０１０，０ １９７］（不含０），直接效应显著，心理资本扮演了部分中
介的作用，假设Ｈ６得到验证。职场精神力间接效应值为０ ６７３，９５％置信区间
［０ ３０２，０ ５９５］（不含０），中介效应显著；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直接
效应值为－ ０ ０９４，９５％置信区间［－ ０ １９３，０ ０８２］ （含０），直接效应不显
著，职场精神力扮演完全中介作用，假设Ｈ７得到验证。

其次，进一步检验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为并行中介变量的模型。模型的
拟合指标情况良好（ χ２ ／ ｄｆ ＝ ２ ０９２，ＣＦＩ ＝ ０ ９０８，ＴＬＩ ＝ ０ ９０５，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９），变量间关系的标准化拟合系数结果如图２所示。心理资本的间接效应
值为０ ３０８，９５％置信区间［０ ２２３，０ ３９１］ （不含０），中介效应显著；职场
精神力间接效应值为０ ０８１，９５％置信区间［０ ００３，０ １９６］ （不含０），中介
效应显著；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总效应值的９５％置信区间［０ ３８９，０ ０６７］
（不含０），直接效应值的９５％置信区间［－ ０ １０７，０ １２８］（含０），直接效应
不显著，所以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的双中介变量联合扮演了完全中介的角色。
结果再次验证了Ｈ６和Ｈ７并支持了Ｈ８。在并行中介模型中，心理资本与职场精

图２　 职场精神力和心理资本的并行双中介模型拟合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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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力的中介效应差异值９５％置信区间［－ ０ ３６９， － ０ ０８０］（不含０），表明心
理资本中介效应比职场精神力强。此外，并行中介与职场精神力、心理资本的
单中介效应差异值，９５％置信区间分别为［０ ２２３，０ ３９１］、［０ ００３，０ １９６］，
均不含０，效果显著，表明并行双中介具有良好的联合效果。总之，结果表明，
职场精神力和心理资本两种高低心理资源完全解释了公务员组织公平感对工作
绩效影响的中介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两者兼具单独与联合作用，但心理资本
的作用相对更强。
３ ． 调节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Ｍｐｌｕｓ ７ ４检验任务不确定性在心理资本、职场精神力、组织公平感与

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效应。统计结果显示，任务不确定性在心理资本和工作
绩效的关系间未起到调节效应（任务不确定性和心理资本交互项的β ＝ ０ ０２９，
ｐ ＞ ０ ０５），在职场精神力、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的关系间起到正向调节效应
（任务不确定性和职场精神力交互项的β ＝ ０ ０７８，ｐ ＜ ０ ０１；任务不确定性和组
织公平感交互项的β ＝ ０ ０９３，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９未得到支持，假设Ｈ１０、Ｈ１１
被验证。为直观显示任务不确定性的调节效果，分别取任务不确定性在正负一
个标准差时工作绩效的得分情况作图（如图３所示）。结果说明，在高任务不确
定性时，职场精神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效果更强烈。类似地，图４直观显示了
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表明在高任务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效果更好。

图３　 任务不确定性在职场精神力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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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进一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在以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
的有调节中介模型中，任务不确定性在心理资本和工作绩效关系间未起到调节
效应（任务不确定性和心理资本交互项的β ＝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０５；χ２ ／ ｄｆ ＝ ２ １５６，
ＣＦＩ ＝ ０ ８７４，ＴＬＩ ＝ ０ ８６８，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０），假设Ｈ１２被拒绝。在以职场精神
力为中介变量的有调节中介模型中，任务不确定性在职场精神力和工作绩效关
系间起到调节效应（任务不确定性和职场精神力交互项的β ＝ ０ ０６６，
ｐ ＜ ０ ００１；χ２ ／ ｄｆ ＝ ２ ４４５，ＣＦＩ ＝ ０ ８７４，ＴＬＩ ＝ ０ ８６６，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９），假设
Ｈ１３被支持。图５显示了拟合结果的标准化系数。

图５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合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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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显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差异的比较结果。在任务不确定性分别为低和
高时，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为０ ３３７与
０ ４５３，两者的差异值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１７３， － ０ ０５７］ （不含０），差异
值（－ ０ １０６）达到了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１）。该结果说明，高任务不确定性和
低任务不确定性对职场精神力的间接效应具有显著性差异，即当任务不确定性
水平较高时，组织公平感通过职场精神力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显著高于任务
不确定性水平较低时的情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假设Ｈ１３再次被支持。

表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非标准化）
效应
估计值 ＳＥ Ｐ

９５％的置信区间
ＢｏｏｔＣＩ下限 ＢｏｏｔＣＩ上限

低任务不确定性 ０ ３３７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２２０ ０ ４３１

高任务不确定性 ０ ４５３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０１ ０ ２９０ ０ ５６９

组间差异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１ － ０ １７３ － ０ ０５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果讨论与建议

组织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作环境风清气正的状况。本研究通过三波
段调查数据验证了组织公平感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显示，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通过并行中介变量（代表普通心理资源的心
理资本和代表高级心理资源的职场精神力）对工作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任务不
确定性正向调节了职场精神力、组织公平感的直接效应以及职场精神力的中介
效应。研究结果从组织公平视角揭示了风清气正环境何以促进公务员绩效提升
的心理机制。

（一）研究结果讨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组织公平感对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表２结

果显示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为０ ５２０ （ｐ ＜ ０ ００１），表３的结构方
程模型检验结果也反映了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的积极效应。该研究的发现与
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Ｋｅｂｅｄｅ ＆ Ｗａｎｇ，２０２２；迟景明等，２０２１；Ｋｉｍ ＆ Ｊｅｏｎｇ，
２０２１）相一致，再次显现了组织公平的重要性，并且证明了组织公平具有跨组
织有效性，不仅在企业等组织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在政府组织也有类似效果。
此外，该结果也表明了组织公平能够破除公务员工作绩效形成的障碍。公务员
工作绩效以及与之关联的动机态度和行为表现广受学者关注（如陈小平、肖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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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２０１１；文宏、张书，２０１７；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以往研究主要强调通过提高
个体素质或者内在动机，例如情绪智力（陈小平、肖鸣政，２０１１）、职业认同
（陈文春等，２０１８）、公共服务动机（樊培尧、朱峰，２０１９）、工作满意度（文
宏、张书，２０１７）等，端正公务员的工作态度行为和改善其工作绩效。但是组
织层面的影响因素也不容忽略，本研究发现，营造风清气正的公平环境是提升
公务员工作绩效的一个有效途径，有助于全面理解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形成机理。

其次，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
间具有并行中介效应。针对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影响效应的中介机制，以往
研究主要采取社会交换视角，认为员工的积极工作态度和行为，是其在公平的
组织氛围中获得尊重和支持后对组织的一种回报（Ｍｏｏ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鲜
有学者关注个体内心状态，从心理资源视角探究组织公平感的影响机制。本研
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和增益螺旋理论（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认为组织公平让公务员获得了充足的条件性资源，产生了深层次的个人心理和
精神性资源（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进而促使其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和产生
高绩效。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研究发现，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
力在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的影响中不仅具有单中介效
应，而且并行中介模型成立，心理资本和职场精神力完全中介了组织公平感与工
作绩效的关系。不同于单中介模型，在双中介模型中，心理资本比职场精神力具
有更强的中介效应，说明组织公平主要通过影响普通心理资源来促进公务员绩效。
相比以往研究的“组织支持” “组织信任” “公共服务价值观” “工作满意度”
“心理安全感”等中介机制（Ｋｅｂｅｄｅ ＆ Ｗａｎｇ，２０２２；迟景明等，２０２１；Ｊ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Ｍａｓｈｉ，２０１８；张燕等，２０１５），本研究结果为我们从积极心理资源
视角出发，理解组织公平感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机理开辟了新思路。

最后，本研究发现任务不确定性在职场精神力与工作绩效关系间发挥了显
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同样得到验证，而任务不确定性对心理
资本与工作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无论任务是否复杂多变，公务
员心理资本对其工作绩效均可以发挥类似的积极作用。诚然，该结果与柯江林
等（２０１０）的研究结论有差异，未来需要更多的样本继续检验。相比之下，职
场精神力在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任务情境下作用更加显著。复杂多变的任务需要
公务员承担额外的风险成本与精力付出，高职场精神力公务员愿意超越自我为
工作、团体以及组织奉献自己（柯江林等，２０１５；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所以
在高任务不确定的环境下，职场精神力这种高级心理资源具有更强的积极作用。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任务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关系。综
上可知，工作任务不确定性（或复杂困难程度）越高，越是需要公务员具备更
高层次的积极心理资源———职场精神力，同时也越需要政府部门营造公平的组
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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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合研究结果与政府管理实践，提出如下管理建议。第一，政府部

门应该营造风清气正的公平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严厉打击腐败问题，
这为政府部门营造公平的组织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研究结果显示，组织
公平有助于促进公务员职场精神力和心理资本的形成，进而提高其工作绩效。
这证明了组织公平在政府部门中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在公务员工作任务安排、薪资报酬、
晋升奖励等方面保持公平公正，在制定工作决策时做到公开民主，虚心听取各
方意见和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决策过程与结果信息，并且要求领导在与下属互动
过程中，为人公道正派，关心下属的个人需求和尊重下属的各项权利，以建设
良好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环境。第二，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公务员
心理资本的开发。心理资本是公务员干好工作的重要基础。政府部门应为公务
员提供良好的技能培训与职业发展机会，增强其职业自豪感和工作信心，培育
乐观主义精神和逆境中的复原力。第三，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公务员职场精神力
的建设。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部门中，公务员需要超越自我，实现心灵成
长和具备良好的职场精神力。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党史学习、廉政建设教育等
主题活动，以及通过综合运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
的思想引领与精神塑造。具体可以采取如下策略：通过政民互动活动，建立工
作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提升公务员对工作意义的认知；尊重同事差异，消除群
体间偏见，营造超越性别、年龄以及民族等身份边界的包容性氛围，增强公务
员的团体感；宣扬政府价值理念以及作用功能，促进公务员对政府部门目标、
价值观以及文化的认同，增进公务员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感。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具有如下局限。第一，研究样本的代表性问题。虽然研究样本来自

北京市、淮安市、珠海市等多个地区，但是半数以上是攻读ＭＰＡ学位的基层公
务员。未来的抽样可以在学历、年龄层次上覆盖更大范围，以提高样本的代表
性与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第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虽然本研究采用时间滞
后的三波段方式收集数据，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程序控制和统计检验，但是
所有问卷均由同一群体填写，共同方法偏差不能完全被排除。未来研究可采取
获取配对调查方式，以进一步缓减同源调查造成的结果偏差。例如，职场精神
力、心理资本、任务不确定性问卷由本人填写，工作绩效问卷由领导填写或根
据工作结果进行测量。第三，跨层研究问题。虽然组织公平感作为个人的公平
感知，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而且学者也普遍从个体层面进行了衡量（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但是作为组织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公平感变量或许能够

·２１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６



在组织层面进行研究。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组织层面的组织公平感、个体层面
的职场精神力、心理资本以及上级评定的工作绩效等相结合，检验组织公平感
的跨层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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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气正环境何以促进公务员工作绩效提升？◆


